基于希克斯分析法的中国森林碳汇造林生态补偿

——以“放牧地-碳汇林地”土地用途转变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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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希克斯分析法对森林碳汇生态补偿进行理论分析，利用四川省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样性造林项目区参与农户的调查数据，以“放牧地-碳汇林地”土地用途转变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为基础，结合农户受偿意愿，运用机会成本法和意愿调查法测算森林碳汇生态补偿额度范围，运用Tobit模型分析农户森林碳汇生态补偿受偿额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被调查农户均具有森林碳汇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受偿额度在1 758元/（hm2•年）到2 025元/（hm2•年）之间；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参与碳汇造林地面积、牲畜减少量、家庭距最近集市距离、村集体经济状况等对农户受偿额度影响显著。研究对政府制定森林碳汇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生态扶贫等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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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China Based on Hicks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the Land Use Change from Grazing to Planting Carbon Sequestration forest

YANG Hao1,  ZENG Shengfeng1,  ZENG Weizhong2,  YANG Fan3
(1. School of Economics;2. Southwest Center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3. School of Management,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icks analysis,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farmers who take part in a project which is named Novartis forestry carbon sequestration, community and biodiversity afforestation project in southwestern Sichua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accep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rom government during taking part in the project, and measures the compensation range by using opportunity cost method and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Then the paper uses Tobit model to analyze influence factors of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mount which farmers are willing to ge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farmers all have willingness to obtain compensation,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ranging from 1758 yuan·mu -1·a-1 to 2025 yuan·mu -1·a-1. Years of education, the main source of income, the area of land participated, the amount of reduced livestock, the distance from family to the recent market, and the conditions of village’s collective econom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for farmers. This study has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forest carbon sequestr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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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严重不确定性负面影响，客观上要求各国积极采取措施节能减排，实行低碳发展。森林碳汇由于具备比其他减排方式更高效、更经济的特点，被《京都议定书》确定为CO2减排的主要替代方式[1]。大力发展森林碳汇造林项目有利于有效遏制全球气候变暖。从节约土地租金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等方面考虑，森林碳汇造林项目一般选址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农户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参与主体和参与单元。在目前森林碳汇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户参与项目的机会成本超过了其参与收益，农户大多是在企业与政府的公共动员下被动参与，缺乏自主的积极性。森林碳汇项目建设周期长，一般在20～40年之间，农户的持续积极参与是项目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市场机制以外建立一套由政府主导的补偿机制，通过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激励农户的项目参与积极性显得必要。

现阶段给予农户森林碳汇造林生态补偿的理由可以进一步具体表述如下：（1）纳入碳汇市场交易的森林碳汇造林项目除了具有吸收CO2、缓解全球气候变暖之功效外，同时还具备其他多重生态价值，包括净化空气、保育土壤、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这些生态价值同样具有正外部性，但目前没能通过市场方式得到补偿。（2）森林碳汇造林所用农户土地在造林前具有其他生计功能，如放牧、耕种，变更为碳汇造林地后将因放牧地减少而导致农户放牧牲畜数量或质量下降，或因耕地面积减少而导致农户种植业收入减少，造成农户现有福利损失，给予补偿能够弥补这种损失，从而提高农户参与、管理森林碳汇项目的积极性，促进项目可持续发展。（3）现阶段农户虽然可以通过森林碳汇市场交易获得劳务、碳汇销售等收益，但目前的森林碳汇市场交易机制不完善，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2-3]，森林碳汇的交易定价权被买方主掌，农户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几乎不具备议价能力，仅靠劳务、碳汇销售等收益不足以弥补农户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机会成本。（4）我国目前已经具有森林生态补偿法律条款，森林的生态效益得到了法律认可，但森林碳汇尚不在补偿范围之列。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修正案第八条第六款明确规定：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2001年我国财政部明确表示，同意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主要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和管理，这标志着中国森林生态补偿资金专项已正式纳入财政预算。但从目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来看，森林碳汇及其附加生态效益尚未纳入我国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范畴[4]。（5）森林碳汇生态补偿作为生态扶贫的一种有效途径与方式，能够帮助贫困农户增加收入、摆脱贫困，这与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目标相一致。（6）目前各国森林生态补偿既有公共财政机制，又有市场化机制，两种机制利弊分存，综合两者是总趋势[5]。用市场化机制补偿森林的碳汇效益、用公共财政机制补偿碳汇林的其他生态价值，应该是现实背景下的务实选择，而后者是本文的研究重点。（7）政府对农户给予森林碳汇造林生态补偿，是政府支持生态发展、促进生态繁荣、构建生态文明的具体体现，有利于树立政府对人民群众生态实践的示范作用。

本文将通过对四川省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样性造林再造林项目区参与农户的实地调查，考察农户土地从放牧地转变为森林碳汇造林地过程中的生态补偿受偿意愿，测算森林碳汇造林的生态补偿额度，并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受偿额度的相关因素，以期为我国森林碳汇生态补偿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2    理论、方法与数据

2.1  理论

本文借助希克斯（Hicks J R）分析法分析政府和农户供求森林碳汇生态补偿的补偿意愿和受偿意愿。在对该方法的具体运用过程中，本文参考了张顺民[6]、黎诣远[7]等对该方法的介绍，以及曹建华等[8]、余亮亮等[9]对该方法的运用。希克斯把衡量福利变化的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CS）分为补偿变化（Compensating Variation，CV）和等价变化（Equivalent Variation，EV）。如图1所示，假设农户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l1、l2，效用函数曲线为u1、u2，马歇尔需求曲线为j，希克斯需求曲线为j1、j2，横轴Y1表示放牧地面积，纵轴Y2表示放牧牲畜中的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假定农户的初始效用水平为u1上的E1点，现因放牧地的土地用途变更为森林碳汇造林地导致放牧地面积减少，进而导致牧草量减少、放牧牲畜数量减少或质量下降，农户的效用水平下降为u2上的E3点；减少的放牧地面积A1A2转化为森林碳汇造林地，意味着通过营造碳汇林该土地上植物量对CO2的吸收能力增加，该土地的生态功能增强，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改善，其他社会成员的效用水平得到了提高。CV表示欲使农户效用水平恢复到u1（E2点）时必须给予农户的补贴，因而CV能够度量当农户把放牧地转变为森林碳汇造林地时，为避免其效用水平下降所需的补贴额度，即受偿额度（Willingness to Accept，WTA）。由希克斯需求曲线j1可知，SP1E1’E2’P2即是WTA的大小，也是CV的大小；由马歇尔需求曲线j可知，SP1E1’E3’P2即是CS的大小，即农户为了恢复放牧地用途变化前的效用水平所增加的成本。同理，可推导其他社会成员对森林碳汇造林导致生态环境改善所愿意的支付额度。假定其他社会成员的初始效用水平为u2上的E3点，农户的放牧地变更为森林碳汇造林地之后，经过植树造林，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其效用水平上升到u1（E1点）水平，由此，EV可以度量其他社会成员为森林碳汇造林导致的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效用水平提高而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即支付意愿额度（Willingness to Pay，WTP），其大小可以用SP1E4’E3’P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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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森林碳汇造林生态补偿的希克斯分析

由图1可知，SP1E1’E2’P2> SP1E1’E3’P2> SP1E4’E3’P2，即WTA=CV>CS>EV=WTP，农户的森林碳汇补偿额度>农户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机会成本>其他社会成员森林碳汇补偿的支付意愿额度，其他社会成员的支付意愿额度不足以满足农户森林碳汇生态补偿的受偿额度，需要政府补贴予以弥补。
2.2  方法

现有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方法主要有机会成本法、意愿调查法、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影子价格法、非平衡态经济热力学方法、资源物理学方法等[10-11]。其中，后3种方法较为新兴，其理论基础和应用研究还不够成熟；而碳汇林除碳汇以外的其他生态价值可供交易的市场或替代市场尚未形成，因此市场价值法和替代市场法也不适用；机会成本法和意愿调查法是目前较主流的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方法，现有大部分研究主要采用其中之一[12-13]。意愿调查法建立在被调查者（补偿者或受偿者）的主观意愿基础上，机会成本法的纯粹客观核算又可能缺乏对补偿者或受偿者的主体性关照，因此本文将意愿调查法和机会成本法相结合确定森林碳汇生态补偿的额度范围，既能有效弥补二者各自的缺陷，又能使二者的估算结果互相验证。

2.2.1 机会成本法

机会成本又称择一成本，是指将一定资源做某种用途时所放弃的其他各种用途中的最大收入[7]。机会成本法应用到森林碳汇生态补偿中，即是农户为了参与森林碳汇造林而改变原来放牧土地使用用途造成的畜牧业收入的减少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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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表示第i个被调查的森林碳汇项目参与农户，i∈（1，n）；Vi为农户参与森林碳汇造林的机会成本；Mi为农户在原放牧地放养牲畜的年收益；Ci为农户已经获得来自企业的碳汇相关收益，包括劳务费用（Li）和企业放牧补贴（Ki）。在实际调研中，Mi、Li、Ki均为2013年的发生值。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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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即为第i个农户2013年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机会成本，式（2）左右两边共同除以农户家庭的碳汇造林地参与面积（Ri）,即得到第i个农户2013年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亩均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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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体农户2013年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亩均机会成本加总求均值，即得到反映全体农户2013年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亩均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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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意愿调查法

意愿调查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又称条件价值评估法，该方法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通过构建假想市场，直接询问潜在补偿者对非市场物品的支付意愿与额度，或者潜在受偿者的受偿意愿与额度[13-14]。由于目前我国并没有对森林碳汇造林的生态效益进行经济补偿，同时目前森林碳汇市场交易仅包括碳汇产品，由森林碳汇造林产生的其他生态价值并未形成交易市场，因此，本研究将采用意愿调查法直接询问受访农户的受偿意愿与额度。全体农户的平均意愿受偿额度（P）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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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i表示第i个被调查的森林碳汇项目参与农户，pi为其受偿额度，n表示被调查的农户总数。

2.3  数据来源

2.3.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四川省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样性造林项目区的实地调研，调查对象是将自家承包的放牧地转变为森林碳汇造林地的农户。该项目2010年正式启动实施，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5个县（越西、甘洛、美姑、昭觉、雷波）和3个自然保护区（申果庄、马鞍山、嘛咪泽）的部分土地上营造4 196.8 hm2的多功能人工林，预计在30年的项目计入期内将产生120.6万t CO2当量的长期核证减排量，年均产生4.0万t CO2当量。该项目的实施地位于长江上游金沙江和长江的二级支流大渡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项目区也是2010年中国颁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行动计划》所选取的32个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即横断山南段优先区，是大熊猫等珍稀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该项目的实施不仅能够通过营造碳汇林吸收CO2减缓气候变化，也能够通过提高保护区周边森林生态系统景观的连通性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同时能够提高长江上游水土保持能力，实现森林的多重效益、多重价值。但是参与农户，尤其是承包土地使用属性从放牧地转变为碳汇造林地的农户由于放牧地减少，导致农户家庭放牧数量和质量不同程度下降，畜牧业收益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据项目内部资料显示，由于项目建设导致的由放牧地到碳汇林地用途转变的土地共有1 716.7 hm2，占项目总用地的40.9%。

2.3.2 问卷设计、改进与调查

问卷主体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调查农户的基本特征，包括个体特征、家庭特征、项目特征、社区特征等；第二部分主要调查农户将放牧地用于碳汇林建设的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及受偿额度，本文采用开放式题项直接询问农户的受偿额度，这样做的优势是可以有效弥补支付卡或二分式问卷对农民可能引起的心理锚定效应，从而提高结果的可信度[15]；第三部分主要调查农户将放牧地用途改变造成的机会成本，主要是放牧数量减少和放牧收入的减少。

调研采取问卷调查和个案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问卷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在对符合条件的农户进行识别的基础上展开调研。为确保问卷有效性，在正式调查前进行了预调研并完善了调查问卷。正式调研前对调查员进行了集中培训，正式调查在2015年8月间展开。为了克服部分彝族农民不懂汉语的困难，本次调研采取邀请学习（过）汉语的当地青年、学生充当翻译。总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3份，回收有效率为91.50%。

2.3.3 样本基本特征

被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从性别来看，男性居多；年龄集中在30～50周岁之间；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家庭劳动力较充足，以3到4个居多；2013年家庭人均纯收入偏低，2 000～4 000元的家庭居多，远低于同期四川全省的平均水平（7 895元）；家庭收入来源以农业为主；参与森林碳汇造林的土地面积一般在10 hm2以下；因参与项目造成的牲畜减少数量一般在5～10头（只）之间；家庭距离最近集市的距离较远，一般在20～50 km之间；村集体经济普遍较为贫困。

表1 农户森林碳汇生态补偿意愿被调查农户的基本特征

	变量
	频数/次
	频率/%
	累计频率/%

	性别
	男
	135
	73.77
	73.77

	
	女
	48
	26.23
	100.00

	年龄/周岁
	≦30
	33
	18.03
	18.03

	
	30~40
	76
	41.53
	59.56

	
	40~50
	45
	24.59
	84.15

	
	50~60
	19
	10.38
	94.54

	
	＞60
	10
	5.46
	100.00

	受教育年限/年
	≦6
	146
	79.78
	79.78

	
	7~9
	32
	17.49
	97.27

	
	≧10
	5
	2.73
	100.00

	家庭劳动力/个
	1~2
	26
	14.21
	14.21

	
	3~4
	148
	80.87
	95.08

	
	5~6
	9
	4.92
	100.00

	家庭人均纯收入/×103元
	≦2
	54
	29.51
	29.51

	
	2~4
	74
	40.44
	69.95

	
	4~6
	33
	18.03
	87.98

	
	＞6
	22
	12.02
	100.00

	收入主要来源
	农业
	130
	71.04
	71.04

	
	其他
	53
	28.96
	100.00

	参与碳汇造林地面积/×10 hm2
	≦1
	123
	67.21
	67.21

	
	1~2
	21
	11.48
	78.69

	
	2~3
	39
	21.31
	100.00

	牲畜减少量/头，只
	≦5
	11
	6.01
	6.01

	
	5~10
	160
	87.43
	93.44

	
	＞10
	12
	6.56
	100.00

	家距最近集市距离/×10 km
	≦2
	4
	2.19
	2.19

	
	2~5
	152
	83.06
	85.25

	
	＞5
	27
	14.75
	100.00

	村集体经济状况
	非常贫困
	37
	20.22
	20.22

	
	比较贫困
	122
	66.67
	86.89

	
	一般
	24
	13.11
	100.00


3    实证分析

3.1  农户森林碳汇造林生态补偿的受偿额度测算

根据公式（4）和公式（5）分别测算农户森林碳汇造林生态补偿的机会成本和意愿受偿额度，得到农户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平均机会成本为1 758元/hm2·年，农户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平均意愿受偿额度为2 025元/hm2·年，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中CV>CS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调研数据的可信度。需要回应的是，农户的平均受偿额度偏高，比如，远高于2013年确定的国家级公益林补偿标准（15元/hm2·年）。原因在于，一是由造林前的土地用途所决定，农户造林前的土地主要用于放牧，导致土地用途改变的机会成本偏高；二是被调查区域属于贫困的偏远山区，对农牧业的依存度较高，农户获取其他收益的机会偏少；三是不排除在国家大力实施对农业的补贴政策背景下，农户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有所增加。

3.2  农户受偿额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实证模型选择

对影响农户森林碳汇造林生态补偿受偿额度的相关因素进行经济计量分析，既是验证农户受偿额度有效性的关键之一，也是制定森林碳汇造林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在实际调查中，全部农户都具有受偿意愿，受偿额度∈（0，+∞），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参数会产生严重的偏倚与不一致，因此采用Tobit模型检验影响农户受偿额度的因素[16]。Tobit模型属于标准的删截模型，适用于因变量的观测值在正值上大致连续分布，但包含一部分观测值受到某种限制而缺失的回归分析。其一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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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为潜变量，Y为被解释变量，Xi为解释变量，β为待估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同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确定以下4类解释变量：个体特征、家庭特征、项目特征、环境特征，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Tobit模型设计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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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为潜变量；yi为被解释变量，即被调查农户回答的受偿额度（WTA值）；xi为解释变量；β0为截距项，βi为待估参数；u为残差项，i为解释变量的个数，本文选取10个。

                                                        表2 农户森林碳汇生态补偿影响因素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被解释变量
	受偿额度（WTA值，y）
	实际观测值（千元/hm2·年）
	0.3
	5
	2.02
	1.09
	

	解释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x1）
	男=1；女=0
	0
	1
	0.74
	0.44
	-

	
	
	年龄（x2）
	实际观测值/周岁
	17
	70
	39.42
	10.52
	？

	
	
	教育（x3）
	接受学校教育年限/年
	0
	12
	4.15
	3.18
	-

	
	家庭特征
	劳动力数量（x4）
	实际观测值/个
	1
	6
	3.99
	0.42
	-

	
	
	收入（x5）
	2013年家庭人均纯收入/×103元
	1.5
	8
	3.83
	2.11
	-

	
	
	收入主要来源（x6）
	农业=1；其他=0
	0
	1
	0.71
	0.45
	+

	
	项目特征
	参与碳汇造林地面积（x7）
	实际观测值/×10 hm2
	0.2
	3
	1.49
	0.88
	+

	
	
	牲畜减少量（x8）
	因参与森林碳汇造林而减少的牲畜数量，实际观测值/只，头
	4
	50
	10.39
	6.36
	+

	
	环境特征
	家庭距离最近集市（x9）
	实际观测值/×10 km
	2
	12
	5.44
	1.70
	+

	
	
	村集体经济状况（x10）
	非常贫困=1；比较贫困=2；一般=3；比较富裕=4；非常富裕=5
	1
	3
	1.93
	0.57
	-


    注：+、 -、？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为正、负和不确定

3.2.2 模型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保证模型准确与稳定，需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方法是将自变量其中之一作为因变量，其余变量作为自变量作回归分析[17]。判断是否存在共线性的标准是容忍度（Tolerance）或方差膨胀因子（VIF）。容忍度的值越小，表明该自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被其他变量解释的程度越高，因此越可能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容忍度合理的范围是（0.1～+∞）。方差膨胀因子（VIF）是容忍度的倒数，若其值≥10，说明自变量间可能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表3显示了以性别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为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其中，容忍度 （Tolerance）的最小值为0.780>0.1，VIF的最大值为1.283<10，可见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同理可对其他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受篇幅所限，本文略去全部检验过程。综合全部运行结果来看，多重共线性检验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均在合理范围内，因此回归方程中各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农户森林碳汇生态补偿影响因素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检验
	模型
	共线性统计量

	
	容忍度
	VIF

	x1
	x2
	0.932
	1.073

	
	x3
	0.924
	1.083

	
	x4
	0.956
	1.046

	
	x5
	0.780
	1.283

	
	x6
	0.895
	1.117

	
	x7
	0.851
	1.175

	
	x8
	0.922
	1.084

	
	x9
	0.957
	1.045

	
	x10
	0.889
	1.125


3.2.3 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Eviews7.2对农户森林碳汇项目生态补偿额度影响因素进行Tobit回归模型分析（如表4）。从回归结果来看，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参与碳汇造林地面积、牲畜减少量、家庭离最近集市距离、村集体经济状况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户森林碳汇生态补偿额度。具体分析如下：

（1）在被调查农户的个体特征中，“教育”变量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下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森林碳汇生态补偿意愿额度越低。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的人力资本越丰富，参与市场经济和创收能力越强，从而对森林碳汇生态补偿的依赖性下降；第二，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的认知能力越强，对森林碳汇的生态效益认识可能越充分。同时，从教育的个体社会化功能来看，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对自身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的认知也会越高，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可能因此增强，其行为可能从纯粹理性的利己方向向有利公众的利他方向转移，从而降低对森林碳汇生态补偿的意愿额度。

（2）在家庭特征中，“收入主要来源”变量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家庭对森林碳汇生态补偿的意愿额度要求越高。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表明农户家庭较少拥有非农创收途径，对农林业收入的依耐性较强，因此从农林业获取更多收益的意愿也更强烈。

（3）在项目特征中，“参与碳汇造林地面积”和“牲畜减少量”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前者意味着参与碳汇造林地面积越大，农户的单位面积受偿额度越高，这可能与农户受规模收益递增的影响有关，农户希望森林碳汇造林地的产出增量超过其投入增量，这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与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的“理性的小农”理论相契合。后者意味着农户因森林碳汇项目而减少的牲畜数量越多，其希望得到的补偿也越多。牲畜数量减少越多，意味着从畜牧业获取的收益减少越多，同时也意味着参与森林碳汇项目的机会成本增加越多，因此农户希望得到的补偿也越多。

（4）在环境特征中，“家庭距最近集市距离”和“村集体经济状况”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前者系数为正，后者系数为负。前者意味着离集市越远的农户，其受偿额度越高。距离集市的远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反映了农户参与市场经济行为的机会，距离集市越远，意味着农户参与市场经济行为的机会越低，农户通过自身的经济交换行为获取收益的可能性越低，因此对非市场的财政补贴额度要求越高；后者意味着村集体整体的经济情况越好，农户的受偿额度越低。村集体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周围的经济环境，村集体经济情况越好，意味着农户周围的经济环境越好，而良好的经济环境对嵌套其中的农户经济发展带动作用更加明显，农户从经济环境中分得的经济红利越多，从而对财政补贴的要求降低。

表4 农户森林碳汇生态补偿影响因素Tobit模型回归结果（n=183）

	自变量
	Coefficient
	Std. Error
	z-Statistic
	Prob.

	x1
	0.063 0
	0.141 0
	0.446 5
	0.655 2

	x2
	0.002 7
	0.005 9
	0.459 1
	0.646 2

	x3
	-0.040 6**
	0.019 8
	-2.050 0
	0.040 4

	x4
	0.107 3
	0.146 7
	0.731 3
	0.464 6

	x5
	-0.032 9
	0.032 4
	-1.017 1
	0.309 1

	x6
	0.419 7***
	0.139 9
	2.999 8
	0.002 7

	x7
	0.247 9***
	0.074 0
	3.351 1
	0.000 8

	x8
	0.043 5***
	0.010 0
	4.363 7
	0.000 0

	x9
	0.176 5***
	0.036 6
	4.824 9
	0.000 0

	x10
	-0.597 0***
	0.111 2
	-5.370 4
	0.000 0

	C
	0.805 1
	0.765 0
	1.052 3
	0.292 7

	可决系数
	0.809 9

	显著性
	0.000 0


注：***表示P<0.01，**表示P<0.05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在以希克斯分析法对森林碳汇生态补偿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四川省诺华川西南林业碳汇、社区和生物多样性造林再造林项目区参与农户的调查数据，以“放牧地-碳汇林地”土地用途转变所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为基础，结合农户受偿意愿，运用机会成本法和意愿调查法测算森林碳汇生态补偿的额度范围，并运用Tobit模型分析农户森林碳汇生态补偿受偿额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被调查农户均具有森林碳汇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受偿额度在1 758元/hm2•年～2 025元/hm2•年之间，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参与碳汇造林地面积、牲畜减少量、家庭距最近集市距离、村集体经济状况等因素对农户的受偿额度影响显著。

4.2  讨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了现阶段给予森林碳汇造林生态补偿的必要性，这既与现阶段碳汇市场的不完善有关，也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攻坚阶段的目标任务有关。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的那样，要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扩大政策实施范围[18]。对森林碳汇项目实施财政补贴，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五个一批”工程的具体实践，森林碳汇项目有必要更加关注其扶贫功能。与此同时，政府财力毕竟有限，为了降低农户对财政补贴的依赖性，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由于教育因素显著影响农户的受偿额度，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农户，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户及其下一代的教育投资，通过学校教育、宣传和讲座培训，增强他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这对促进当地生态环境和全球气候改善、降低农户对财政补贴的过度依赖均具有正向意义。

（2）为农户开辟多元化的增收渠道，帮助其摆脱对单一农林、农牧业的依赖，有利于降低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的补偿额度，减少公共财政生态补贴压力。

（3）除了经济补偿，还需加大对农户的技术补偿，为其提供碳汇造林、管护技术和集约化养殖技术，提高森林碳汇项目和畜牧业的产出效率，增加收入，从而降低对财政补贴的依赖。

（4）培养贫困人口的市场参与能力，构建贫困地区的市场参与机会，营造良好的市场参与环境，有利于农户降低对森林碳汇项目财政补贴的依耐性。

（5）不断完善碳汇交易市场规则，遏制买方定价行为，帮助农户从森林碳汇市场交易中直接获益是降低农户对森林碳汇项目财政补贴依赖性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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